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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环洞庭湖区为例 

肖攀 苏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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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环洞庭湖区 33个县市区 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在全面测算城镇化水平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的基础上,采用非线性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及其特征。研究结果表

明: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低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对地区内及

邻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表现为负向空间溢出;在其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对地区内及邻近地区生态环境质

量的影响表现为负向空间溢出,并且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要大于地区内部。地区技术进步对生态环境质量的

影响存在“虹吸效应”,在促进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也显著抑制了邻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对外

开放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但这主要来自于地区间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贡献;地区富

裕程度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空间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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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综述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体量不断扩大。1978-2017年间,人口城镇

化率由 17.9%提高到 58.5%,城镇常住人口从 1.7亿人增长到 8.1亿人,城市数量由 193个增加到 657个。然而在城市建设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传统的以人口和产业集聚为特征,以“土地财政”和工业化为核心驱动力的快速城镇化发展模式也给生态环境带

来了巨大挑战,生态环境保护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了集人口、产业、空间、社会、

资源、环境等协调发展于一体的“新型城镇化”概念。随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

融入城镇化发展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基地,其城镇化发展对于贯彻落实中部崛起战略、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和长江全流域开发开放意义非凡。与此同时,作为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滞洪区,洞庭湖区在传统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耕

地锐减、生态功能退化、水质污染加重、大湖调储能力下降等系列问题也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如何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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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将是环洞庭湖区面临的新挑战。研究城镇化对环洞庭湖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特征,对于探索大湖

流域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新路径,推进环洞庭湖区新型城镇化进程,进而实现城镇化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双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由于城市化发展阶段不同,已有关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在国际、国内存在差异。国际层面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

“问题导向”,以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注重揭示问题存在的原因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体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城市化对生态系统及其内部各要素的影响。Burton和 Samuelson(2008)基于遥感影像分析了城市化对生态

景观的影响[1];Seto 等(2012)研究了城市扩张对生物多样性和碳汇的直接影响[2]。二是研究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生态环境响应。

Alberti(2005)研究了不同城市化发展模式下城市生态环境响应的异质性[3]。Mckinney(2006)研究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和城

市边缘栖息地物种的同质化响应
[4]
。Wang等(2013)研究了珠江三角洲区域城市化扩张下气候的响应与反馈

[5]
。三是研究城市化对

碳排放及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Pfaff 等(2004)研究了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调节机制[6]。Poumanyvong 等(2010)分析了城

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7]。Chikaraishi 等(2015)从人口因素角度提出了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机制框架[8]。国

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基于“经世致用”的实践导向,大部分围绕某一特定区域展开实证研究,注重揭示其宏观特征进而为政府决策

提供参考。尽管研究起步较晚但成果丰硕。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两两关系视角探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

此类研究较为成熟。王长建等(2014)研究了干旱区绿洲城市乌鲁木齐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单向胁迫作用关系
[9]
。王少剑等(2015)

定量测度了京津冀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关系[10]。张引等(2016)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模型,

研究了重庆市及各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度、耦合阶段、耦合水平及耦合分类[11]。二是基于效率分析视

角研究环境规制下的城镇化效率。王庆喜等(2017)测算了环境效率值及效率指数,据此分析了各省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及其

演变[12]。刘赢时等(2018)运用 Malmquist指数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能源效率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13]。

陈黎明等(2015)基于混合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合图法实证研究了“两横三纵”城市化地区的经济效率、环境效率和生态效率[14]。

三是基于空间视角探讨人口、经济、产业集聚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刘习平和盛三化(2016)基于扩展的 STIR-PAT模型研究

了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15]。研究表明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呈现出"U"型演变的规律。谢锐等(2018)研究了

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16]。刘满凤和谢晗进(2015)研究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环境经济集聚双门槛效应
[17]。 

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是对于城市内部及其县域范围层面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关注不够。对于新型

城镇化概念内涵下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缺乏。此外,基于空间视角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城镇化

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滞后性。为此,本文采用 2005-2015年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33个县区市的面板数据,从人口、空间、经济、

社会四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基于面板和空间杜宾模型系统研究城镇化对环洞庭湖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及其

时空特征,以期从学理层面为推进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转型发展与绿色发展做出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与尝试。 

二、模型设定 

(一)STIRPAT模型 

STIRPAT模型是 Dietz和 Rosa在 1994年基于 Erlich和 Holdren环境影响决定因素的 IPAT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

该模型被广泛地运用于生态环境驱动因素非单调、非比例变化的各类实证研究中。模型具体形式为: 

 

式(1)中,生态环境影响决定因素(I)被分解为人口规模(P)、富裕程度(A)、技术进步(T)的乘积。α、β、γ、ψ 为模型参

数,e 为随机误差。由于人口规模不能全面衡量城镇化质量,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方程(2)来衡量人口规模与城镇化质量(X)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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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将式(2)代入式(1)并对方程两边取对数,便得到城镇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基本分析框架: 

 

考虑到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本文将城镇化变量的二次项纳入方程,并控制其它因素的影响,

进一步将式(3)扩展为如下面板模型: 

 

式(4)中,I 代表生态环境,用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表示;X 代表城镇化质量,用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衡量;A 代表富裕程度,

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T代表技术进步,采用资本劳动比即年末就业人口人均固定资产存量来衡量。Z代表其他控制

变量,由于县域数据可得性,选取对外开放度(open)和人口密度(pede)来表示。其中,对外开放度采用单位建成区土地进出口总额

表示,人口密度采用单位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数来衡量。 

(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 

考虑到洞庭湖区跨越湖南、湖北两省五市 33个县(市、区),而生态环境相关决定因素的外部性可能超越行政区划边界,导致

邻近地区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相互影响。鉴于此,本文引入空间邻接项,建立能够同时考虑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空间溢出效

应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其基本形式为: 

 

其中,W是地区间邻接权重矩阵,本文采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表示。WX是城镇化质量 X的空间滞后项,用于体现相邻地区生态

环境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WI是生态环境 I的空间滞后项,用于体现来自相邻地区城镇化对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η、τ、

ζ、φ 为相应的系数向量。ε 为随机误差,满足 ε:N(0,1)。Vn为 n×1 阶单位矩阵,n 为县市区个数。若 τ 的估计值显著不为

0,则表明存在区域关联效应。因此式(5)中对于η、τ、ζ、φ等系数的诠释,不能简单的依照经典回归模型进行,原因是式(5)

在引入空间滞后项后产生了空间自相关性,使得模型不再满足经典假设条件,导致估计系数无法科学揭示城镇化对生态环境影响

的区域溢出。为此,参照 Lesage和 Pace(2009)提出的空间回归模型的偏微分方法
[18]
,将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空间溢出效

应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溢出与间接溢出效应。就本文而言,直接效应体现的是地区内城镇化质量的改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即地区

内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间接效应体现了邻近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改变对本地区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即地区间城镇化的生态环

境效应。 

三、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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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基于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并借鉴谢锐等(2018)等学者的研究,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 4

个维度构建由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交通线网密度等共 9个指标组成的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鉴王少剑等(2015)

学者的研究,从生态要素条件、生态环境响应 2个维度构建由人均耕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镇污水处理率等共 7个指标

组成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在此基础上采用熵权法测算了环洞庭湖区 33 个县(地级市、区)的城镇化质量

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 2006-2016年《常德统计年鉴》《岳阳统计年鉴》《益阳统计年鉴》《长

沙统计年鉴》《荆州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县市区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和统计公报。 

表 1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一级级标 二级指标 指标 一级级标 二级指标 

城 

镇 

化 

质 

量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人口 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  生态资源 人均耕地面积（m）） 

城镇化  生态 

环境 

质量 

评价 

指标 

体系 

要素 人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m）） 

空间 交通线网密度（km∕km2）  人均粮食总产≡（kg） 

城镇化 每万人拥有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生态环 PM2.5（负向指标,4g∕m3） 

 单位建成区土地万元非农业 GDP（亿元∕km2） 境响应 城市建设污水处理率（%） 

经济 规模工业总产值占 GDP比重（％）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城镇化 第三产业总产值占 GDP比重（％）    

 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千元）  富裕程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控制 技术进步 资本劳动比（元/人） 

社会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千元） 变量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万人∕km2） 

城镇化 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个）  对外开放度 单位建成区进出口总额（万美元/平方公里） 

 

(二)普通面板模型的初步检验 

为了判定城镇化对环洞庭湖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在估算线性面板模型的基础上,纳入核心解释

变量的二次项进行了再估计。同时,为了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采用依次纳入解释变量的办法分别估计了三种解释变量组

合下的结果。从模型 1-3 线性面板估计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 lnX 的估计系数仅在模型 1 中显著,控制变量中仅有技术进步变

量 lnK的估计系数正向显著,其他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表明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线性影响关系不显著。从模型 4-5非

线性面板估计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 lnX 的估计系数均负向显著,其二次项系数 lnX2 的估计系数均正向显著,表明在不同的城

镇化发展阶段,城镇化质量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表现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城镇化低质量发展阶段,环

洞庭湖区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意味着城镇化的推进抑制了生态环境质量提升,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在城镇化

高质量发展阶段,环洞庭湖区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意味着当城镇化质量跨越某一门槛值之后,环洞庭湖区生

态环境质量将随着城镇化推进而逐步提升,表现为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非线性效应的存在。从解释

变量来看,技术进步和对外开放水平均显著促进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由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可能导致相邻地区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存在趋同性,使得相邻地区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

量的影响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我们在面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空间效应,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环洞庭湖区城镇

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在估计之前,首先进行了空间权重下的 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均在 10%的水平下

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其次,空间自相关检验发现空间自相关系数ρ显著不为零。为此



 

 5 

适合采用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分别估计了个体固定效应和双固定效应两种模式下的 6

种情况,并且把空间溢出总效用分别分解成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实现对模型估计更为合理、更为准确的解释。直接效应体现

了地区内部相关因素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溢出效应,即对地区内生态环境质量的平均影响;间接效应体现了相关因素在地区之间的

溢出效应,即对其他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平均影响。 

除人口密度 pede变量外,个体固定效应和双固定效应两种模型情况下解释变量估计系数方向绝大部分保持一致,但双固定效

应模型系数估计的显著性更强。为此,主要依据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城镇化的一次项系数估计均负向显著,二次

项系数均正向显著。表明城镇化对洞庭湖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同样存在空间异质性。在城镇化低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显

著抑制了地区内生态环境质量增长,而且在地区间也产生了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阻碍了邻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在城镇化

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显著拉升了地区内生态环境质量,而且在地区间也产生了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促进了邻近地区生

态环境质量提升。进一步比较可知,间接效应中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要明显大于直接效应中系数估计的绝对值,表明地区间城镇化

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空间溢出要大于地区内的空间溢出。从控制变量来看,技术进步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而

总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表明来自技术进步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负向空间溢出,其中,地区内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地区间表

现为负向空间溢出。意味着一个地区技术进步在促进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也显著抑制了邻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改

善。也验证了地区科技进步及发展过程中“虹吸效应”的存在性。对外开放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

其中,地区内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地区间表现为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表明环洞庭湖区某个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对邻近地区

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此外,地区富裕程度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空间效应不显著。人口密度对生态环境质

量的影响还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四、结论及建议 

利用环洞庭湖区 33个县市区 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首先测算了城镇化水平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其次,采用面板模

型分析了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从时空整合角度出发,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对生态

环境质量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环洞庭湖区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在城镇化低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抑制了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在其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显著促进了生态环境质量提升。(2)环

洞庭湖区城镇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低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显著抑制了地区内及邻近地区生

态环境质量提升;在其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显著促进了地区内及邻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并且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

应要大于地区内部。(3)地区技术进步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虹吸效应”,在促进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也显著

抑制了邻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对外开放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总体上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但主要来自于地区间正向空

间溢出效应的贡献。地区富裕程度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 

环洞庭湖区各县市区的快速城镇化导致其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增大。尽管随着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湖区

城镇化质量在逐步提升,但是其生态环境承载力依然难以支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原有重速度、轻质量的城镇化发展方式需要得

到根本性改变,否则将给生态环境造成进一步破坏。有必要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与质量。

通过强化地区发展的科技支撑,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等途径,从根本上扭转城镇化粗放式低质量发展取向。同时,应该加强环洞庭湖

区各县市区政府部门的合作与协调,弱化行政壁垒的边界效应,避免政府、企业等各自追求城镇化业绩而在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

中出现的“搭便车”行为。引导各县市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突出合作型竞争,避免掠夺型竞争,以实现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

的良性互动,推进环洞庭湖区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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